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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结构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李芝倩 樊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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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2019 年，安徽省所有城市被纳入长三角一体化框架，在纳入安徽省全城市群落后，新的长三角区域

的网络特征和网络微观结构值得关注。文章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扩张后的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结构主要

特点为城市群网络密度高，跨省经济联系密切，但城市网络结构也呈现非均衡性。城市网络结构非均衡性主要表现

为：城市中心性水平具有高度的区域差异性，高度中心性的城市节点主要集中在上海周边地区；除合肥、芜湖外，

安徽省城市节点的中心性程度普遍居于尾段；核心城市和半边缘城市经济扩散效应显著，但皖北、皖南、浙东等地

区的部分边缘城市吸收效应有待改进；皖北、皖南、浙东地区凝聚子群的对外经济联系相对较弱。因此，推动安徽

省全城市群落及浙东子群更紧密地融入长三角经济合作关系，是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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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以分工与协作为特征的城市群发展背景下，城市群已经演变成为城市网络。城市网络立足于社会网络概念，将城市作为

网络节点，使用节点间的“流数据”，从“关系”的角度阐释网络中各节点的地位和相互作用（刘军，2004)[1]。节点间的经济

联系表现为资本、人才、技术、信息、产品等资源在节点之间的流动。 

中国的主要城市群包括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

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最重要的现代服务和先进制造业中心集中区域，并逐步建成高附加值的

现代产业和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需要，长三角城市群也在逐步扩展。1982 年，成立上海经济区，包括

上海、苏州、杭州等苏南和浙北区域共 10个城市。2003 年，正式成立长三角城市群，纳入南京、镇江、扬州、泰州、舟山和台

州等 6个城市。2008 年，长三角城市群再次扩容，纳入徐州、淮安、金华、温州等苏北 5市和浙南 4市。2016 年 6月，合肥都

市圈被列入长三角城市群规划 1，长三角城市群延伸到中部地区。201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将长三角纳入长三角城市一体化。由此，扩大后的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 41

个城市。 

本次区域一体化设计反映了安徽省城市日益加强了与原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从而导致长三角城市网络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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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的可能性。本文希望解答的是：在将安徽省所有地级市纳入长三角城市群后，实现了边界外延的新长三角城市群的社会网

络结构具有何种表现，进而有助于分析其对该区域进一步建设高水平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有何影响。基于此，本文基于社会网络

分析方法，对一体化后的新长三角城市群 2 的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与凝聚子群等进行分析，并对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使得在该城市网络中加快形成集约化增长的空间格局。 

二、文献综述 

城市网络分析源于城市地理学研究。随着区域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网络化演进，一般系统论与城市地理学逐渐结

合，网络化的观点被纳入城市群中心地等级关系的研究（Berry,1964)[2]。Klink(1998)[3]根据港口型城市的案例研究，提出以枢

纽—网络法来研究城市间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成为研究城市网络的主要范式之一（Levine,1972;Freeman, 

1979)[4-5]。该方法的核心是以“关系”为视角，以流数据为主要依据，通过中心性、凝聚子群等途径分析节点间的相对关系以及

该区域的网络结构特征（刘军，2014;Marshall,1989；林聚任，2009)[1,6-7]。 

城市间经济联系度是进行城市网络分析的基础数据，一些研究者将视角聚焦于使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城市潜能模型、经济

辐射场模型、联锁网络模型等对城市间经济联系进行测算（方大春和周正荣，2013；劳昕等，2016；涂建军等，2019)[8-10]。在

得到经济联系度数据后，经济地理学者就可以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全国、城市群、省域等不同尺度的空间网络结构进行定

量分析。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是这类研究的重点关注区域。 

以原长三角区域为研究对象，侯赟慧等（2009)
[11]
采用截至 2007 年的数据，指出原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

构，原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并不高，但有向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李响和严广乐（2012)[12]使用 2009 年数据，张荣天（2017)[13]

使用截至 2013年数据，发现原长三角城市群的多中心协同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但节点间的不均衡现象明显。孙阳等（2017)[14]

使用 2016年数据研究了原长三角城市群16个城市间的网络关系，指出该城市群以上海和南京为核心节点发挥着经济辐射功能，

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不均衡，城市网络具有多线程拓展、多中心的结构。 

安徽地区城市群网络状态的研究成果对当前新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结构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08 年数据显示，江淮

城市群具有弱核性、圈层与轴线复合型拓展模式等特点（李俊峰和焦华富，2010)[15]。2009 年，9个城市所构成的皖江城市带的

经济联系处于弱联结状，核心—边缘结构明显，且核心区的发展态势明显优于边缘区（韩会然等，2011)[16]。而在 2014 年，当

研究视野扩展为 41个城市组成的泛长三角区域时，该城市群已初步形成以上海为核心、南京和杭州承担次中心功能的城市网络，

且发展迅速，城市网络呈现多中心、层级扁平化的特点，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省级行政区划因素对该城市网络的影响较弱（黄琪

等，2018)[17]，这也是近年来与本文研究空间范围最接近的一项研究。当视野进一步扩大到沪苏浙皖赣五省区 52 个城市组成的

城市网络时，该区域的城市等级体系体现出明显的金字塔结构，网络空间具有“圈层推进+轴线延伸”的态势（李玏和顾朝林，

2018)[18]。 

上述研究使用地区生产总值等区域产出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阐释了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特征。此外，还有文献

从产业或企业视角出发，使用产业产出或微观企业组织结构数据，以社会网络结构为载体，阐释长三角城市群所形成的分工与

协作关系（王聪，2017；王艳茹和谷人旭，2019)
[19-20]

，将城市网络纳入了行业和企业发展的研究视角，这也将成为本文的后续

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已有大量研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进行网络结构观测，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由于长

三角城市群空间范畴扩张的逐步化，截至目前以长三角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未包含安徽省全城市群落的。因此本文

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凝聚子群等角度揭示并整合了纳入安徽省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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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后的新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络结构与特征，为进一步提高该区域经济的协同一体化以及提出相关城市的发展战略提供客观依

据。 

三、研究区域、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域 

根据 2016 年 6月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由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一市三省联系紧密的 26个城市组成，主要分布于国家“两横三纵”城市化格局的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2019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意味着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全部 41 个城市

纳入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范畴。该区域包括市区人口超过 1000万人的上海和超过 500万人的南京、杭州。在该区域中，根据2018

年市区数据，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城市为无锡（161843元）、南京（152886 元）和苏州（158309元），最低的城市为阜阳（26328

元）、六安（28318 元）和亳州（29963 元）。 

在长三角城市群规划中，长三角又被划分为六大都市圈，其中，南京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在空间上重合较多。对于芜湖、

马鞍山、滁州、宣城四城，由于行政管辖机制的原因属于合肥都市圈；同时，由于交通通达性优势和综合经济实力优势，一般

认为上述四城也在南京都市圈中。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城市群经济联系度测算 

本文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城市间的经济引力值。除特别说明，本文数据来自 EPS城市数据库。 

 

其中：Rij为城市 i对城市 j的经济引力；kij是指城市 i的贡献率，kij=Vi/(Vi+Vj);Vi和 Vj分别为城市 i和城市 j的经济规模

指标，这里的贡献率可以理解为城市 i 对城市 j 经济成长的拉动能力；Pi和 Pj分别为城市 i 和城市 j 的人口规模指标，基于数

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城市的市辖区（市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和非农业人口（万人）分别作为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核

算指标；Dij为两城市间的距离（数据来自高德地图），鉴于公路交通是长三角区域内部最便捷和常用的交通方式，因此选择两城

市的市政府间的最短公路距离 3。为了避免网络出现封闭子环，城市与其自身间的经济联系度设为 0。 

2.整体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指网络中各节点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它表达了节点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在有向网中，整体网络密度可以通过公

式 进行计算。其中：n 为网络中的节点数即城市数，则 n(n-1）表示各城市间最大可能关系数；m 为网络实际包含的关

系数。网络密度越大，说明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关系越紧密。 

3.网络中心性 

网络中心性指标能够反映城市群内空间交互作用，也能够反映城市作为节点在网络内交流活动中的地位。网络中心性可以

分为点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三个方面。反映中心性的指标包括中心度和中心势：中心度体现了节点在网络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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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地位，包括绝对中心度和相对中心度，相对中心度是对绝对中心度进行标准化运算后的结果；中心势则是在中心度基础上的

网络整合性分析，说明的是网络的总体整合度。本文采用相对中心度作为分析指标。 

(1）点度中心性指标。点度中心度反映节点 i 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以 CAD(i)表示绝对中心度，在有向网情形下，CAD(i)=i

点的点入度+i 点的点出度。点入度是指进入到该点的其他点的关系数，点出度是指从该点出发连接到其他点的关系数。可见，

相对点度中心度是指节点的绝对点度中心度与网络中节点的最大可能度数之比。设网络中共有 n 个城市节点，有向网中的相对

点度中心度 CRD(i)记为： 

CRD(i)=(i 点的点入度+i点的点出度)/(2n-2) 

在整个网络图中，点度中心势 C表达式为： 

 

其中，CRDmax为各节点的点度中心度的最大值。 

(2）中间中心性指标。中间中心度反映的是节点对其他节点间交流的控制能力。如果该点对区域合作不支持，就会影响其

他节点间的交流。设 gjk为节点 j 与节点 k 之间存在的捷径数，gjk(i)为节点 j 与节点 k 之间存在的经过节点 i 的捷径数，则有

bjk(i)=gjk(i)/gjk,bjk(i)表示节点 i 处于节点 j 与 k 之间捷径上的概率，节点 i 的绝对中间中心度即 表示通过节点 i

的全部点对合计后的结果。相对点度中心度 CRB(i)表达式记为： 

 

在网络图中，中间中心势的计算方法为： 

 

其中，CABmax和CRBmax分别为各节点绝对中间度和相对中间中心度的最大值。 

(3）接近中心性指标。节点的接近中心性是从距离（Freeman,1979)
[5]
来考虑节点在交流活动中不依赖于其他节点的程度。

当节点 i 距离网络中其他节点较近时，就更容易与其发生信息与资源的交流，并且这种交流较少依赖于其他节点“是否允许其

通过”。因此，节点 i 的绝对中心度可以表示为 即该点与网络中其他点的捷径距离之和，其中 dij为节点 i 到节点 j 间的

捷径距离（捷径中包含的线程数）。相对中心度与网络规模有关，即 在星型网络中，接近中心势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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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RPmax为各节点接近中心度的最大值。 

4.核心—边缘结构和凝聚子群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凝聚子群来自派系这一概念，是指网络中具有相对直接、紧密、经常性联系的节点的集合。核心—边

缘结构是指这样一种网络构成：外围节点关系疏远并呈散射状分布，而核心节点则密切相连且组成一个不能再被细分的凝聚子

群。对于规模较大的长三角城市群而言，核心—边缘结构和凝聚子群分析能够更为细致地展示城市群内部的群落构成以及核心

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 

本文通过构建连续的核心—边缘模型测算节点城市的核心度，并以核心度基尼系数观察核心度的不均衡程度；再通过使用

迭代相关收敛法（CONCOR）对长三角城市群进行非重叠性的聚类分析。这一分析方法是将经济联系密切且具有相似结构的城市

划分到一个凝聚子群，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内部小团体划分。 

四、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络结构 

（一）经济联系度 

根据修正的引力模型，本文核算了长三角城市间经济联系度，并采用 Ucinet6 程序对长三角城市群进行网络结构分析。该

城市群网络规模为 41，为了避免网络出现封闭子环，不考虑城市与自身的经济联系，因此共有 1640个有向经济联系。本文参考

黄勤和刘素青（2017)[21]的划分方法，将经济联系度划分为紧密、较紧密、较松散、松散四个层次。 

根据测算结果，在新的长三角城市群中，松散联系占 56.46%，随着向紧密联系过渡，城市间联系具有金字塔型构造。若将

该城市群中的苏浙沪区域与安徽省区域视作两个独立的城市群来进行比较，苏浙沪两省一市城市共 25个，相互之间形成 600 个

有向经济联系；安徽省城市共 16个，相互之间形成240 个有向经济联系。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苏浙沪区域、长

三角城市群、安徽省区域。 

（二）城市群网络密度 

本文分别设置经济联系度的临界值为 1、100，生成了纳入安徽省全部城市后的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网络拓扑图，如图 1、

图 2所示。 

在该城市群中，有向性的经济联系度最高为上海→苏州的 791.6774，最低为丽水→淮北的 0.0138。图中的箭头表明了经济

联系的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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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临界值为 1的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网络拓扑图 

 

图 2临界值为 100的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网络拓扑图 

从经济联系度指标来看： 

(1）城市群覆盖范围大，城市节点间关系密切，城市群集群优势明显。上海是该城市群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根据王洁方（2013)[22]

对经济联系度的分类，上海与周边的苏州、杭州形成了高度的双向强联系。 

(2）参考李响和严广乐（2012)[12]的建议，本文将 1作为经济联系度的界值，以界定城市间是否存在经济联系，在此基础上

计算得到纳入安徽省全部城市后的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络密度为0.435，这一密度值低于多数以原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的研究

结果。本文将同一时期苏浙沪地区设为一个城市群网络，采用相同方法计算所得的整体网络密度为 0.635，两者相差达 0.200。

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新成员，安徽省的多数城市不仅与原三角地区城市经济联系度较低，甚至其省内城市之间的经济联

系度也相对较低。针对这一比较结果，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城市群空间范围增大，或因安徽省部分城市由于地缘因素和产

业结构因素，参与区域分工的程度还较低。 

(3）当取临界值为 100 时，拓扑图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出现了东西两部相互联系又周边辐射的态势。在城市群东部，上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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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苏州、常州等城市发挥高度的扩散效应；在城市群西部，南京作为区域化的辐射中心，一方面接受上海的经济辐射，一

方面向马鞍山、芜湖等城市发挥扩散效应，安徽省城市接受南京经济扩散效应的程度并未受到行政区域的影响。但东西两部相

比，上海能够与苏州、杭州产生双向的强联系，而南京所产生的强联系都是出向的，并未出现入向的强联系。这说明城市群西

部城市间经济联系程度和经济协作关系略低于东部。 

（三）中心性特征 

本文基于经济联系度，采用 2017 年样本值测算了长三角城市群的标准化中心度指标，从而观察此次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所面对的区域结构特征，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实施区域一体化措施。 

(1）点度中心度。可以看出，在点出方面，上海居于首位，表明上海通过其国际型大都市的地位向其他城市发挥了明显的

经济扩散效应。通过比较发现，安徽省城市的辐射能力在区域内较弱，主要原因是安徽省处于长三角城市群的西隅，且总体经

济实力在城市群内处于偏弱地位，导致了其经济扩散效应较低。从城市角度来看，苏州、南京、杭州、无锡、常州等城市与周

边城市存在大量的资源输出，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点入度方面，苏州是长三角内点入度最高的节点城市，紧随其后的是无锡、常州、杭州、绍兴。这些城市充分利用上海

的外溢效应，吸收到大量的信息、物流和资本，推动了苏南、浙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间联系。 

以上有向的点度中心度数据表明，上海以及周边的苏南、浙北地区是该城市群内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区域。上海是长三角城

市群中最重要的核心节点，其资源外溢效应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与此同时，周边城市也通过制定相应的要素承接政策和空

间邻近优势，吸收了这部分外溢效应，使得上海以及苏南、浙北地区成为该城市群内具有较高点度中心度的区域。 

另外，从同一城市的点出度和点入度来对比可以观察到，点出度大幅度高于点入度的城市是宁波、合肥、徐州和温州。这

些城市在其周边区域中，是典型的输出型节点，在子群中发挥着外溢效应作用。点入度大幅度高于点出度的城市是嘉兴、湖州、

滁州、宣城，其中嘉兴和湖州正是承接上海资源的典型城市代表；滁州位于南京与合肥的地理中间带，宣城北接安徽省第二大

城市芜湖，东北向与南京接壤，有利的地理位置促进了上述城市从核心城市获取资源。 

就整个网络而言，长三角城市群出向的点出度中心势为 78.24%，入向的点入度中心势为 34.30%。该城市网络等级层较少，

分布较平坦，围绕特定节点的集中趋势较高。点出度中心势远高于点入度中心势，说明总体而言，在外溢效应方面，核心节点

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在边缘节点的吸收能力还有待提高。 

(2）中间中心度。节点的中间中心度反映了该节点在城市网络中对其他节点在构成联系时的传递作用。可以发现，上海的

点度中心度居于第 6位，可能的原因是位于城市群东缘这一地理因素；长三角地区的 3个省会城市占据了中间中心度第 2、3、4

的排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行政力量所带动的联系在区域经济中仍具有重要的作用。除了上述省会城市以及上海以外，常州、

绍兴、苏州、金华、徐州、淮安也在中间中心度前 10位城市中，表明在长三角城市群的构成中，苏浙沪由于长期经济社会积累，

城市间联系紧密，一些区域中心城市有效地支持了其他城市间的要素交流。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的中间中心势为 15.58%，表明该

城市网络集中的趋势较明显，城市网络对资源在节点间的流动具有较高的支持程度。 

在 41 个城市中，有 8 个城市的中间中心度接近 0，但通过其点度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指标观察可知，这些城市在城市群中

并未被孤立。虽然它们几乎未能对其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发挥中介传递作用，但它们仍通过其他节点的外溢和传导效应与其他

节点发生着经济联系。 

(3）接近中心度。在城市群中，接近中心度越高，反映出该城市节点与目标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越不会受到其他城市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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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城市群中越是处于核心的地位。 

可见，在点出度方面，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等城市可以近乎“无阻碍”地向其他城市“发出经济联系要约”，

即发挥辐射功能；合肥、扬州、淮安、常州也具有较高的外向接近中心度，说明这些城市向外的经济联系较少受到其他城市的

影响。这种不受影响的地位，往往来自交通条件、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优势。在点入度方面，城市节点间相对较为均衡，说明长

三角城市群内的城市在“响应经济联系要约”方面差异度较低，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到其他节点的影响。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中心性数据，可以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具有以下特征：(1)上海作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在点度中心度

和接近中心度指标中均显示出高度的点出度，显示出上海对城市群内的其他城市具有积极的外溢效应；(2)除上海外，城市群内

还存在一些区域中心城市，通过这些中心城市，使得城市群内的各城市紧密相连；(3)由于历史、交通、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

苏浙沪地区特别是接近上海的苏南、浙北地区在城市群中联系相对更为紧密；(4)安徽在城市群内的联系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特别是亳州、安庆、黄山三城市分别位于淮北平原、沿江平原和皖南山区，且亳州、安庆的路网密度在安徽省内较低，因此，

从这一角度看，发展交通是改进节点城市中心性的可行性选择。 

（四）核心—边缘结构与凝聚子群分析 

由于城市群空间范围广，因此核心—边缘结构和凝聚子群分析是观察该城市群结构特征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 Ucinet6 计

算得到城市的核心度，并参考黄勤和刘素青（2017)[21]的划分方法，将核心度最高的城市作为本网络的核心城市，此外核心度大

于等于 0.05 的为半边缘城市，核心度小于 0.05 的作为边缘城市。 

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度的基尼系数为 0.796，表明该城市网络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上海作为整个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核心度达到 0.68，半边缘城市多位于围绕上海的苏南、浙北区域，而安徽省所有城市均为边缘城市。 

通过聚类分析法，本文得到该城市群的凝聚子群分布情况。设定切分深度（depth of splits）为 3时，长三角城市群可分

为 8个凝聚子群。 

子群 1 为以上海为核心所带动的沪苏锡常通泰子群，在这一子群中，苏锡常与上海具有非常紧密的经济联系，近年来，泰

州也加入了这一子群。子群 2 为以杭州为核心的杭嘉甬越通子群。当设定切分深度为 2 时，子群 1 和子群 2 又构成一个新的子

群，在这一子群中，作为次级中心的杭州和宁波为上海向浙江地区的辐射效应提供了传导途径，所列的核心城市和半边缘城市

也多集中于该区域。子群 5 以南京为核心，形成了宁扬镇盐滁子群，其中南京作为半边缘城市，为上海向江苏和安徽部分地区

的辐射效应提供了传导途径。子群 6 以合肥为中心，形成了合芜马铜宜宣池为节点的皖中皖南子群。除上述子群外，还形成了

子群 3 即以温州为中心的浙东子群、子群 4 即以金华、衢州为中心的浙西皖南子群、子群 7 即以徐州为中心的苏北皖北子群和

子群 8 即以蚌埠为中心的皖北子群。观察其新一级的子群联系，发现沪苏锡常通泰子群与杭嘉甬越通子群、宁扬镇盐滁子群与

皖中皖南子群、苏北皖北子群与皖北子群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以上子群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群表现出核心城市—半边缘城市—边缘城市的多层级结构特征以及轴线延伸与圈层扩展的

空间态势。子群的构成与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与苏南、浙北、皖北等经济地理概念相符。该区域内凝聚子群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

受城市行政等级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基于经济实力和交通地理条件形成的要素关联链。 

子群密度是凝聚子群分析的重要指标，内部子群密度反映了子群内的联系程度，外部子群密度则反映了子群之间的联系程

度。 

从子群内部来看，子群密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沪苏锡常通泰子群、杭嘉甬越通子群、宁扬镇盐滁子群、苏北皖北子群、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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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子群、浙东子群、皖北子群、浙西皖南子群。其中最高的沪苏锡常通泰子群的密度是最低的浙西皖南子群密度的 120 倍。

以程度来区分，以上海、杭州和宁波、南京所带动的子群具有紧密的内部经济联系；虽然同样为省会城市和子群中心，合肥所

带动的皖中皖南子群则呈现出较低的内部经济联系水平；以金华、衢州为中心的浙西皖南子群也存在内部联系不紧密的情况。 

从子群外部来看，子群外部密度普遍小于子群内部密度，说明在城市群中，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协作是具有等级的，往往

是在凝聚子群内具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子群外部密度较高的有：沪苏锡常通泰子群—杭嘉甬越通子群、沪苏锡常通泰子群—宁

扬镇盐滁子群、杭嘉甬越通子群—浙东子群、杭嘉甬越通子群—宁扬镇盐滁子群、宁扬镇盐滁子群—皖中皖南子群、宁扬镇盐

滁子群—苏北皖北子群。这印证了上海作为核心城市，杭州、南京、宁波作为半边缘城市构成了良好的要素传播链以及区域间

协作关系。杭州对浙东具有良好的辐射效应，而南京对苏北、皖北均表现出很强的区域经济协作能力，带动了原长三角城市群

向西侧的扩张。 

为了更清晰地描述凝聚子群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将密度矩阵中的值与整体网络密度进行比较，大于网络密度则像密度取

为 1，小于网络密度则像密度取为 0，生成长三角城市群的密度像矩阵。 

对角线上均为 1，符合凝聚子群的“位置层次自反式”特点，即每个子群内的成员间存在相互协作的关系。从行数据来看，

沪苏锡常通泰子群、杭嘉甬越通子群和宁扬镇盐滁子群的密度像在同一行都为 1，说明这三个子群对其他所有子群都存在影响力。

从列数据来看，除了浙西皖南子群外，所有子群都能与沪苏锡常通泰子群建立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除浙西皖南子群和皖北子群

外，其他子群也都与杭嘉甬越通子群能够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同时皖北子群也能够与宁扬镇盐滁子群建立密切的联系。可见，

由于历史、经济、地理多方面的原因，原长三角地区的凝聚子群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而在近年来安徽省城市逐渐扩入长三角

城市群的进程中，虽然由于地理等条件，安徽省城市所构成的子群普遍与浙江地区的子群联系尚弱，但以合肥、芜湖、滁州为

代表的城市能与城市群中的核心子群沪苏锡常通泰子群、宁扬镇盐滁子群产生密切的联系。 

上述密度矩阵和密度像矩阵都表明，由金华、丽水、衢州、黄山所构成的浙西皖南子群在长三角城市群内是一个比较特殊

的子群，其内部密度和外部密度均处于低水平。当使用密度像来进行分析时，可以判断该子群内部仍存在“自反式”特征。就

其外部联系而言，浙西皖南子群能够受到沪苏锡常通泰子群、杭嘉甬越通子群、宁扬镇盐滁子群和浙东子群的影响，但是该子

群对任何其他子群都不能构成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该地区的经济水平在城市群内处于较低水平 4，也可能是该地区

多山地丘陵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抑或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综合作用。此外，该地区整体上缺乏半边缘城市，导致在区域外部

较难吸收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在区域内部缺乏区域中心的整合作用，从而无论是区域内部还是与外部的要素联系都较弱。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苏浙沪皖一市三省所构建的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的网络结构。综合上文分析，经历了此次

扩张的长三角城市群具有如下特征： 

(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网络较为成熟，具有一体化的良好基础。长三角区域包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总体而言，城

市间经济联系度高，经济联系密切，城市群集群优势明显，通过核心度指标观察得到，该区域形成了明显的核心城市—半边缘

城市—边缘城市所构成的金字塔型层级结构。 

(2）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跨省域的区域合作格局。网络拓扑结构显示，在城市群东侧，上海与苏州、常州等周边城市形

成了密切的经济协作网络；在城市群西侧，南京与安徽西部城市形成了高度的经济联系。凝聚子群分析也显示，在所形成的 8

个凝聚子群中，浙西皖南子群、宁扬镇盐滁子群、苏北皖北子群均模糊了省域空间界线，省级区划并未影响长三角城市间的经

济协作关系。跨省协作网络的形成受益于区域的人文、方言等历史传统，也受益于近年来跨省交通和通信设施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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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间参与区域分工与协作的程度具有不均衡性。与原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相比，新纳入长三角的安徽省多数城市所表

现出的经济联系度相对较低，其表现不仅是与距离较远的原三角地区城市经济联系度较低，而且与安徽省邻近城市之间的经济

联系度也较低。核心—边缘结构的分析显示，核心城市和半边缘城市全部集中于苏浙沪区域，而安徽省所有城市都为边缘城市。

当采用有向网的方法研究后发现，在整个城市群视阙中，区域内核心城市和半边缘城市经济扩散效应明显，核心城市和半边缘

城市的部分周边城市也对上述扩散效应表现出良好的吸收机制；但距离较远的城市则表现出吸收效应较弱。相比而言，以上海

为中心的东部经济协作网络更为成熟，表现为上海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为双向强联系，而西部江苏、安徽区域的协作网络则

表现为以南京等半边缘城市的输出为主。城市群内的子群间差异明显，浙西皖南子群、皖北子群等发展较为滞后，内部联系与

外部联系均较弱。 

由此可见，在长三角内部，安徽区域和浙西地区城市参与长三角经济协作的水平相对较低，且主要以跟随者的身份参与区

域分工。由上述分析可知，空间距离和交通状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安徽省城市与长三角区域内核心城市和半边缘城市经济

联系较低的状况，但其与邻近城市间经济联系度较低的原因应更多地应考虑为在经济体量、产业结构方面还未能较好地参与区

域协作分工体系。 

长三角区域较为成熟的城市网络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实施基础，而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又为长三角城市网络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了政策条件。在此背景下，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协同合作的网络化区域发展体系。 

(1）改进区域一体化规则机制。实现区域一体化，需要消除区域间行政壁垒和机制障碍。本文的分析已验证了省级区划对

长三角区域经济协作并未构成负向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建立省级政府之间的政策沟通协调机制，在投融资服务、标准管理等

领域形成与时俱进的协同方案和协同机制，鼓励经济联系紧密的市级政府之间公共服务联通化，探索区域间成本共担利益共享

机制，并在上述协同机制基础上，促进长三角区域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一体化，例如增强户籍的柔性迁移，建立无区域障碍

的技术与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等，特别是鼓励皖北、皖南、浙东地区加强区域内协作以及与邻近区域的半边缘城市的协作。 

(2）推动发展长三角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长三角在高水平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长三角城市

群应在已有的产业基础上，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集聚区，争取形成世界性制造业集群。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做到以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和区域间协作为目标，支持龙头企业成立区域产业联盟，加强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其次应着重在城市群内相对滞后的

皖北、皖西、浙西南等地区，引导其从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打破地方分割和地方保护，更为有

效地参与区域专业分工。 

(3）推动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本文研究显示，半边缘城市的分布具有区域不均衡性，集中在苏南、浙北地区。安徽省以

及苏北地区没有半边缘城市，因此，应推进上述地区中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如合肥、芜湖、扬州、淮安等城市发展成为区

域性中心城市，从而带动相应凝聚子群的发展。 

(4）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交通方式。长三角地区的交通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安徽省已经成为全国第二个实现“市

市通高铁”的省份，苏北地区截至 2025 年将建成 8条高铁路线。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内的交通条

件仍是不均衡的。在已有规划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还应在安徽省亳州、六安、池州、安庆等城市加强路网建设，增强公路运输

能力；在保证长江通航能力的前提下加强长江南北过江通道建设，加强长江南北间经济通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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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资料源于 2016 年 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通知》。在该通知中，

徐州、淮安、连云港、宿迁、温州、丽水和衢州等 7个城市被移出了长三角城市群。 

2 本文所研究的“长三角城市群”是指 2019 年 12 月后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中 41 个城市所构成的新长三角

城市群。在 2019 年 12 月之前，该区域也被称为泛长三角。为了与 2019 年 12 月增扩城市之前的长三角城市群相区分，本文将

2019 年增扩城市之前的长三角区域称为“原长三角城市群”。 

3考虑长三角的物流和人口交通模式，选择“驾车”选项采集两城市间交通距离，且不考虑拥堵情况，以便去掉拥堵造成的

可能的路线设计变更。高德地图数据采集于 2019 年 12 月 10日，城市地点定位为市政府所在地。即使在收集产出与人口数据的

2017 年度与收集距离数据的2019 年度间出现了市政府的市内迁移，也不会对城市间的通勤距离产生显著影响。 

4 根据 EPS 中国城市数据库数据，在 41 个城市所组成的该城市群中，金华、丽水、衢州、黄山四城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在 2017 年的排位分别是 25、24、28 和 31，使得该子群缺乏强有力的半边缘城市作为桥梁沟通与其他子群的经济联系。 


